                                                                        

明代金银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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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明代墓葬出土的金银壶大多作为帝王及达官显贵等上层阶级使用抑或赏赐送礼的器皿。由于其使用阶层的特殊，更能反映出一个朝代的经济发展和价值取向。本文主要研究明代金银壶，以现有考古资料为基础，讨论其形制、制作工艺及装饰风格等相关问题，以期发现明代与中、西亚间交流与联系，及明早期朴素的造物之风向晚期奢侈华丽转变下社会风气的日渐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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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是中国古代较为典型而广泛使用的器皿类型。壶类器在不同的历史分期功能及造型样式都具有较大差异，尤以造型分类最为复杂。其可作为盛水，抑或盛酒、沏茶之用，甚至可作娱乐之器。至明清时期，壶类器开始重观赏而不问实用，对壶上附件装饰设计愈趋于精致，出现了瓷、金、银、锡、漆、玉等较为多样的制作材质。
而金银壶作为壶类器中贵金属材质，在历代发展状况也有所不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及唐早期，就已出现异域风格的金胡瓶样式。在多数情况下，唐代“壶”和“瓶”可互换，又称“壶瓶”。唐后期，注子这一具有本土特色的壶类器逐渐流行。宋代以后，注子多与注碗配套使用，且形制上较前期更为多样，流、腹逐渐下移。元代，由于玉壶春瓶的出现，注子逐渐向执壶转变。至明代，承袭前代，形制上已逐渐完善而确立，十分丰富。
本文主要研究明代金银壶，以现有考古资料为基础，讨论其形制、制作工艺及装饰风格等相关问题，以期发现明代与中、西亚间交流与联系，及明早期朴素的造物之风向晚期奢侈华丽转变下社会风气的日渐衰败。明代墓葬出土的金银壶大多作为帝王及达官显贵等上层阶级使用抑或赏赐送礼的器皿。由于其使用阶层的特殊，更能反映出一个朝代的经济发展和价值取向。
一、考古出土明代金银壶概况
笔者根据现有考古报告，大致梳理了明代金银壶的出土情况，汇总整理出《考古出土明代金银壶汇总表》。
考古出土明代金银壶汇总表
	地区
	墓名
	墓主
	性别
	生卒年代
	金银件数
	备注（厘米；克）
	来源

	安徽
	明汤和墓
	汤和
	男
	——洪武二十八年（1326——1395）
	银壶1件
	通高13.2，口径3.9。
	《明汤和墓清理简报》

	湖北
	梁庄王墓
	梁庄王朱瞻垍
	男
	永乐九年——正统六年（1411——1441）

	金壶2件
	高26.4，口径6.4，足径9.2，壁厚0.1，重868.4。底外壁中间刻一纵行30字铭文：“银作局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内成造捌成伍色金贰拾叁两盖嘴攀索全外焊壹分”。
	《梁庄王墓（上）》

	
	
	
	
	
	
	高24.2，口径8.6，壁厚0.1，重919克。底外壁中间刻有一行楷体铭文：“重贰拾肆两伍钱捌分”。
	同上

	湖北
	梁庄王墓
	继妃魏氏
	女
	1413——1451
	银壶1件
	高21.6，口径7.6，壁厚0.15，重718.6。
	同上

	北京
	右安门外明万贵墓
	万贵
	男
	洪武壬申年——成化乙末年（1392——1475年）
	金壶1件
	高29.5，口径6.4，重995。
	《明代金银器》

	北京
	永定门外南苑明万通墓
	万通
	男
	正统己未年——成化壬寅年（1439——1482）
	金壶1件
	高19.4，口径4.4，底径5.3，重365.4。
	《明代万通墓金执壶纹样新解》

	湖北
	蕲春县横车西河驿藩王墓地“荆王妃墓”
	荆恭王朱翊钜王妃
	女
	
	金壶1件
	高32.5，宽21，厚10，重717.6。外底刻三行36字铭文“嘉靖叁拾肆年柒月，内造玖成金壶壹把，哲盂壹个，菊花台盏壹付，共重贰拾陆两零贰分整。” 
	《金黄璀璨的夕唱蕲春明代荆王府墓出土金银器撷珍》

	湖北
	明荆端王次妃刘氏墓
	荆端王朱厚烇次妃刘氏
	女
	下葬年代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
	银壶1件
	口径8.6，腹径9.5，底径7.5，重608.4。壶外底面刻有三行铭文：“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内造小壶壹把重十六两三钱四分整。” 
	《明荆端王次妃刘氏墓出土的银器》

	北京

	定陵

	万历帝

	男

	嘉靖四十二年——万历四十八年（1563——1620）

	金酒注2件，金执壶5件，金壶瓶2件，金匙箸瓶1件

	酒注通高21.8，口径4.4，足径5.9，盖径4.9，重442g；托高1.9，口径8.3，重39.5。
	《明定陵考古发掘报告上册》

	
	
	
	
	
	
	酒注通高16，口径4.1，底径5.7，盖口径4.5，重268。
	同上

	
	
	
	
	
	
	执壶通高12.5，口径4.2，圈足径5.7；盖高3.1，口径4.5，重192.5。
	同上

	
	
	
	
	
	
	执壶通高11，口径4.9，圈足径5.7；盖高3.6，口径5.2，重187。
	同上

	
	
	
	
	
	
	执壶通高15，口径3.9，圈足径5.2，盖径4.1，重217.5。
	同上

	
	
	
	
	
	
	2件执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通高10，口径3，圈足径4.3，盖径2.8，重126。含金量50%。
	同上

	
	
	
	
	
	
	2件壶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铭文完全一样。底部刻铭文一行：“大明万历庚申年银作局制金壶瓶一把盖攀索全重三十两”。通高32.3，口径7，圈足径9，盖径7.5，重1095。含金量50%。
	同上

	
	
	
	
	
	
	出土时匙箸瓶内插有金箸一双，金铲一把。箸，长14，共重16.95.铲，通长10.7，铲径2.9，重12.5。瓶通高12.2，口径2，圈足径4.9，重122。
	同上

	北京
	定陵
	孝靖
	女
	1565－1611
	银壶1件
	把壶。通高13.8，口径6.4，底径7，重338。

	同上

	北京
	海淀区青龙桥董四墓村明嫔妃墓
	万历、天启嫔妃
	女
	
	金壶1件
	高24.3，口径8.1，重750。壶底铭曰“银作局弘治元年六月内造汁瓶一把，攀全，计八成色金二十两重”。
	《明代金银酒器图说》

	北京
	明武清侯李伟夫妇墓
	李伟
	男
	明正德五年——万历十一年（1510——1583）
	银壶1件
	抹金系链盖银壶，通高19，口径5，最大腹径10.5，足径5.5。
	《北京市郊明武清侯李伟夫妇墓清理简报》

	北京
	明武清侯李伟夫妇墓
	李伟之妻王氏
	女
	正德八年——万历十五年（1513——1587）
	银壶1件
	六角錾花错金银执壶。微残。通高23.4，通宽20.3，口径5.9，最宽腹径10.5，底径7.5。
	同上


从《考古出土明代金银壶汇总表》可以看出，在数量上，金银壶在金银器皿中尤为少见，远不及其他已出土的金银器，所造时期集中在洪熙、成化、嘉靖、万历年间。其中金壶仅发掘于北京及湖北两地，而银壶同样集中于这两地，此外在安徽省蚌埠市明汤和墓出土有一件无流无把的银壶，追溯该墓主的生卒年代，可推测此壶应为元末明初所造，属早期银壶形制。（图1）明代亲王墓葬中现已发现的最早随葬金壶出土于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图2、3）梁庄王朱瞻垍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九子，生于永乐，卒于正统，其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居国十三年，“前七年得宠于宣德皇帝，后六年受挫于正统皇帝”
。而由梁庄王墓出土的一金壶底外壁所着行楷体蝇头小字铭文“银作局洪熙元年正月内成造捌成伍色金贰拾叁两盖嘴攀索全外焊壹分”，可知此壶造于明洪熙年代，由此推测此壶多因朱瞻垍受皇帝喜爱而作为赏赐品。根据所含金属成分测定结果显示，此壶含金量86.73%，含银量12.24%，含铜量1.03%；另外一件年份不详，但测定其金、银、铜比例分别为80.72%、16.62%、2.66%。
湖北蕲春横车镇西河驿荆恭王墓中发现了一件外底刻有36字铭文的金壶，“这把金酒壶大概是嘉靖皇帝册封朱翊钜为荆恭王时赏赐给荆恭王朱翊钜的礼物”。
朱翊钜为第六代荆王，是第五代荆王、荆端王朱厚烇之孙。（图4）以上均是湖北亲王墓葬发现的三件金壶。北京出土的金壶数量较湖北多，大都为明中晚期制造。北京右安门外明万贵墓出土1件金壶，其墓主为万贵，即明宪宗万贵妃之父。（图5）而北京永定门外南苑明万通墓也发现了一件嵌宝石的金壶，此座墓主人为万贵之子、宪宗万贵妃之弟。（图6）北京定陵出土的金壶最多，分别为2件金酒注、5件金执壶及2件金壶瓶、1件金匙箸瓶。匙箸瓶，即投壶。是古代的一种游戏。这件金匙箸瓶不作盛酒器，而用于娱乐。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的皇陵，其中葬万历皇帝朱翊钧与孝端、孝靖两皇后。墓葬内出土的9件金壶为万历陪葬品，2件金执壶和2件金壶瓶含金量测定结果均为50%。（图7——14）以上9件墓主性别都为男性，而在北京海淀区青龙桥董四墓村明嫔妃墓出土的1件金汁瓶墓主为女性，是明代万历、天启皇帝嫔妃墓葬。（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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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银壶                 图2：金素杏叶执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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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金素杏叶执壶                  图4:“嘉靖叁拾肆年”金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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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金素杏叶执壶                 图6：嵌宝石飞鱼纹金执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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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金酒注1                          图8：金酒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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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金执壶1                          图10：金执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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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金执壶3                          图12：金执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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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金壶瓶                      图14：金匙箸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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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金汁瓶
银壶的出土数量较金壶数更少，略统计为6件，其中包括汤和墓出土的银壶。另外5件分别出土于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继妃魏氏棺内（图16）、明荆端王次妃刘氏墓内（图17）、北京定陵（图18）、北京明武清侯李伟夫妇墓李伟墓内（图19、20）。其中梁庄王墓内银壶所含银的比例为99.99%。以上金银壶所含金属成分测定均来源于各墓葬的考古报告，但由于信息并不完整，只得知7件金银壶成分测定结果。其中属梁庄王墓出土的3件金银壶所含金银成分最高，金壶含金量均超过80%，银壶含银量甚高，可以说基本无其他金属成份。而定陵中4件金壶的含金量仅占50%，以致明早期藩王墓出土的金银壶远超于晚期帝王陵，不仅量大质佳，而且制作精良，造型优美，是明代金银壶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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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银壶梁庄王墓                图17：银壶 荆端王次妃刘氏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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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把壶                        图19：抹金系链盖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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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六角錾花错金银执壶
综上所述，通过对明代墓葬中出土金银壶所属墓主身份的大致概况，归纳明代金银壶使用者身份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明代帝王抑或帝王赏赐于就藩或还未就藩的亲王；二是与帝王或其宠爱的妃嫔有血缘关系的皇亲国戚。但据史料及文献记载，拥有金银壶者远超出以上阶层，降至明代富商官僚等人皆可拥有。《金瓶梅词话》在第三十回描写西门庆送寿礼给蔡太师，“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拣银仙人”；
第四十八回描写西门庆因曾御史参劾提刑官一事与夏提刑急忙取打点的礼物，“于是夏提刑急急作辞，到家拿了二百两银子，两把银壶。西门庆这里是金镶玉宝石闹粧一条，三百两银子。”
《天水冰山录》中更是记载明贪官严嵩、严世蕃父子所拥有的金银壶数量之多，光金壶就有各种形制及装饰纹样，而从已发掘的明代墓葬中并未见到如此数量的金银壶，大多都是金银首饰抑或配件。
二、明代金银壶的形制研究
从壶的形制演变及历代出土的金银壶来看，壶在不同历史时期形制都存在较大差异，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陶壶，此后夏商周的青铜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鸡头壶的出现，壶逐渐发展为有流、有把的形制，而传统的壶并没有管状流和把手。这一时期并未出现本土制作的金银壶，但出土有明显西方风格的金壶，如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了一件银鎏金金胡瓶，极为精美。（图21）唐朝早期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出土有大量形制精美的金银器，其中金银壶出土数量并不算多，大都体现出异域风格；至后期外来风格开始与本土观念相融合，制造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金银壶。唐代“壶”和“瓶”在多数情况下可互换，也称为“壶瓶”。“唐前期酌酒之器常见胡瓶和长颈瓶，不过金银制品很少。唐后期多为注子，时也名作‘注瓶’”
。注子作为壶类中一种造型样式，早期大都系茶瓶，唐后期才用之于盛酒，因而定名为酒注。在陕西省西安市西郊鱼化寨南二府庄出土一件“宣徽酒坊”银酒注，显示出唐代专为皇宫造酒的宣徽酒坊就已拥有金银酒器。此酒注属早期形制，撇口，直颈，腹下收，流位于腹部，把连接颈与腹。（图22）此外，在江苏省镇江市丁卯桥唐代窖藏出土了一件银执壶，其形制与唐代出土的瓷质执壶不同的是，有塔形盖、假圈足，且肩部设有长流。（图23）宋代金银器皿已逐渐普及至市民社会，其中酒注形制上最大特点便是与注碗配套使用。福州南宋许峻墓出土有一银鎏金团窠式对鸟纹酒注，其形制已不似唐朝酒注形制，开始向明金执壶形制转变。有盖，流、腹下移，且流向上翘，把作曲状，系于壶颈与壶中部。（图24）四川彭州南宋金银窖藏出土一副银注子，注子与温碗相配套，酒注形制上开始出现连接流与颈部的云纹桥饰，这种装饰后应用于梁庄王墓出土的金执壶上。（图25）成都市彭州宋代金银器窑藏出土有大量金银器，其中壶出土有23件，形制有直口壶、撇口壶、长颈壶、瓜棱壶、执壶等。可以看到墓中出土的银执壶未配温碗，悬胆式的执壶曲柄与流的设计流畅自然，侧带管状流口已下移至壶腹下部。（图26）至元代注子形制发生变化，与温碗这种组合不再流行，伴随着大量玉壶春瓶的出现，注子逐渐向执壶演变。而元代执壶的形制便是在玉壶春瓶基础上加以流和把，多为瓷质，并未发现有金银材质，仅出现银铜制的玉壶春瓶。在湖南涟源市桥头河镇石洞村元代银器窑藏出土了一件“庚辰岁萃仲置”银玉壶春瓶，素面、喇叭口、细长颈、束颈鼓腹、圈足，作为斟酒之用。（图27）
扬之水在《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谈及玉壶春瓶取代注碗原因之一“西域俗以玻璃瓶贮葡萄酒，此风东传，则以玻璃制品难得而或易作金瓶、银瓶以见殊异”
。至明代，元末明初诗人高启作《太谷蒲桃酒诗》云：“赤霞流髓浓无声，初疑豹血淋银罂。”
，此诗证实明代银酒器确用于盛葡萄酒。除葡萄酒外，明《金瓶梅词话》第二十回中提及“将昨日剩的银壶里金华酒筛来”，可知明代银壶也用作盛金华酒等其他酒类品种；而描述金壶所盛酒品种时，书中用及“琼浆”、“玉液”等字眼，并未出现具体酒类名称，但也可推知金壶所盛为名贵美酒。以上或判断明代金银壶作酒器使用时，大多盛放较为名贵的酒类，金、银壶所装液体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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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银鎏金金胡瓶                 图22：“宣徽酒坊”银酒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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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3：银执壶                  图24：银鎏金团窠式对鸟纹酒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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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银注子                           图26：银执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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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庚辰岁萃仲置”银玉壶春瓶
从已出土的明代金银壶形制来看，银壶形制皆不相同，较为丰富，有承袭元代的银玉壶春瓶和杏叶执壶，也有广口、短颈、深筒腹的形态，还有直口、腹下收的把壶及长颈的壶瓶，此外北京明武清侯李伟夫妇墓出土的六角錾花错金银执壶，通体横截面均呈六角形，通体布满纹饰且较为繁复。而金壶大多为杏叶执壶和酒注，其中梁庄王墓出土的金素杏叶执壶相较于其他金壶，所造时代最早，可以其形制为标准进行分析，其他墓葬中出土的金执壶形制与梁庄王墓的大致相像。这件执壶沿袭元代执壶的形制保存好且较为规整，带盖，有流有鋬，以索连接盖纽和鋬，云纹桥饰焊接流和颈，其他墓葬中的金银执壶并未出现连接流与颈的如意云纹。明中期相较于早期金银壶，壶颈细而长，流也更加细长且增加了弯曲程度，柄的位置下移。这种形制的改变可能受外来金银壶形制的影响。元代至明，中原地区与伊斯兰地区开始广泛、频繁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在15、16世纪波斯细密画中可看到大量与明代金银壶形制十分相像的金银器。这是1481年大不里士发现的一张细密画，画中左下方可见一与金盆组合的金执壶，此壶无盖，鼓腹。（图28）此外，在伊斯坦布尔、伊斯法罕等地也发现有金银执壶。（图29——32）壶颈大多较为细长，且流、柄细而曲，壶柄状如耳廓，壶流为圆口上翘，与荆王府墓出土的“嘉靖叁拾肆年”金壶形制十分相似，这也说明金银壶在明代时期与中西亚间相互交流而逐渐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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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Bahram Gur in the Green Pavi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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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Visit to a derv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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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Birth of the Prophet Muham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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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莫卧儿王朝细密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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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又一年春分 波斯细密画
梁庄王墓及定陵都出土有体态较小的金银执壶，形制大体相同，其中定陵出土的2件金执壶壶身无凸起的杏叶状纹饰，均为鼓腹，1件似梨形壶，且与其他覆盆形圆钮盖不同的是其为弧形盖。在北京海淀区青龙桥董四墓村明嫔妃墓也出土了一件弘治时期的汁瓶，其并非作为酒注使用，而是皇室供用的金醋注壶。这件金汁瓶形制上也有所不同，壶腹位于中部，而逐渐向底部缩小，平底无圈足。执壶虽自元代起在注子基础上而盛行，也有将其与酒注并为一谈，但在北京定陵出土的2件酒注，形制与其他墓葬金银执壶就有所区别。其为圆筒形高圈足，且腹部位于中上部，一件足下附一圆形托盘，而执壶均为矮圈足，腹部在下，且无托盘。
根据明前期金银壶的演变及明代出土的金银壶形制，可推知明代早期出现的金银壶形制是通过前代金银壶形制逐步完善后而确立，更多借鉴了元代执壶样式；而后期所发掘的金银壶除前期金银杏叶执壶形制外，还出现了高圈足金酒注、六角形银执壶及体态较小仍有所区别的金执壶，以此也说明了金银壶从早期形制单一至中后期逐渐流行。金银壶形制的增多，同时也反映出明代中后期频繁的对外交流及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而经济的繁荣也会促进奢靡之风愈演愈烈。
三、明代金银壶的制作工艺
基于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壶，可知其制作工艺由早期捶揲、金焊成形的素面金银壶到中期通体錾刻繁复的纹饰，出现镶嵌宝石工艺，至晚期采用捶揲、錾刻、镶嵌等多种工艺并结合浮雕、镂刻等技法，使得金银壶远超其实用价值，逐渐突显其艺术价值。安徽明汤和墓出土的银壶属洪武时期，抑或更早，可看到器物表面无任何装饰纹样，且无流无把，制作工艺并不复杂。到洪熙时期梁庄王墓出土的金杏叶执壶，此壶运用捶揲工艺和金焊成形等技术。所谓捶揲是“利用金银质地较软、延展性强的特点，采用反复捶击的方法，使之延伸展开成片状”
。然后再将各坯件连接起来焊牢，如其上焊接壶颈，其下焊接壶腹，即可成形。这种工艺可使得金银器壁非常轻薄，而此件金壶器壁厚度仅为0.1厘米，说明在明早期捶揲工艺水平已相当成熟。其实追溯至唐代，由于受到粟特及萨珊等地金属制作工艺影响，捶碟工艺在唐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也使得唐代金银工艺十分成熟。唐出土的一件鸳鸯蔓草纹金壶就已运用到较为精湛的捶揲、錾刻等工艺。（图33）据史料记载：“器用之禁。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盏金，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银，酒盏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银，余皆瓷、漆。木器不许用殊红及抹金、描金、雕琢龙凤纹。庶民，酒注锡，酒盏银，余用瓷、漆。……建文四年申伤官民，不许潜用金酒爵。……正德十六年定，一品、二品，器皿不用玉，止许用金。商贾、技艺家器皿不许用银”
，此说明明早期由于受皇帝所推行的节俭之风影响及传统礼制束缚，使得金银壶的使用具有极为严格的限制，所以明早期金银壶不会运用过多繁琐工艺。至成化年间出现了镶嵌宝石工艺，这在此前出土的金银壶上并未曾见到。北京永定门外南苑明万通墓出土了一件嵌宝石飞鱼纹金执壶，其鋬、流、盖上皆镶嵌有红蓝宝石，共21颗，部分已脱落，且壶盖、壶颈、壶底及腹部两侧开光内均錾刻有不一的纹饰，刻工极为精湛。此墓主并非帝王之墓，而是宠妃之弟的墓葬，竟出土有如此精美且轻巧的金执壶，重量在同时期出土的金壶中最轻，仅重365.4克，说明金的成分纯度高，所含杂质较少，也从侧面反映成化时期自上而下的僭越违制现象及奢靡风气已逐渐蔓延。万历年间，出土的金银壶数量最多，制作工艺最为复杂。万历帝陵出土了一件金酒注，其上通体布满极为繁复的錾刻纹饰，且腹部及底部为凸起的浮雕式云龙纹，此通过由内向外捶揲而成，极大提升了制作的难度，从而显示出此壶运用多种工艺精心制作的复杂过程。其上嵌镂雕龙纹白玉片及石榴子红宝石，此外，酒注肩部还镶嵌有红蓝宝石共7颗，极为华丽。《明史·冯从吾传》中记载御史冯从吾曾上奏万历“陛下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毖杖下，外庭无不知者”
，反映出万历皇帝嗜酒的程度。因而万历年间多出土有极尽奢华的金壶，也证实了明代晚期酒文化下腐朽没落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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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鸳鸯蔓草纹金壶
在已出土的银壶中，壶身通常为素面，极少装饰，这也使得制作工艺也较金壶简易，大多是经过分件捶揲，再焊接成器、通体抛光，未见有镶嵌等工艺出现。但明武清侯李伟夫妇墓出土了一件六角錾花错金银执壶，此壶便运用了十分复杂的制作工艺。其壶身六面通体布满花鸟纹饰，壶嘴、壶柄上均錾有三角纹、卷草纹等连续图案。此壶也属明晚期制造，同样有力说明了明早期朴实素美向华美富丽、极度奢侈的造物特征及审美取向转变，而这也必然导致明后期社会竞相奢侈、逾越礼制下社会风气的衰落。
四、明代金银壶的装饰风格
从明代早期出土的金银壶来看，壶身装饰纹样较为简洁，壶腹两侧多表现为凸起的杏叶状纹饰，其余皆素面，形制虽简却极为优美精致。“杏叶”在其他墓葬出土的金银壶中也大量出现，北京定陵出土的一件锡明器茶壶腹部一侧杏叶形饰上贴有标签，墨书“锡杏叶茶壶”五字，便由此得名。（图34）梁庄王墓还出土有一件金茶匙，其外形与金壶上纹饰相似。（图35）《金瓶梅词话》中提及到这种形制的茶匙，第四十三回说道：“而来兴媳妇惠秀，与来保媳妇惠祥，每人拿着一方盘菓馅元宵，都是银镶茶锺，金杏叶茶匙，放白糖玫瑰，馨香美口”
，皆可印证此种纹饰名称。在中亚细密画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形状的纹饰，如图36，为窝阔台继承大汗图。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的儿子，其封地位于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和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一带，史称窝阔台汗国，为元朝“宗藩之国”之一。图下方所摆放的金长颈瓶瓶身所勾勒出的形状与杏叶状纹饰一致，也由此表明，这种纹饰至少在蒙元时期就已出现。这种两条圆弧向上尖突与伊斯兰建筑最具代表性的拱门形状相似，猜测可能具有死后升天的寓意，因而多出现于墓葬之中。在早期出土的金银壶中有一件的梁庄王墓出土的金杏叶执壶，此壶与其他早期金银壶不同的是，出现了连接流与颈的如意云纹。此纹饰由寓意吉祥如意的四合如意形与同样具有吉祥寓意的云纹相结合构成四合如意云纹。明中期金银壶装饰纹样增加且较为精细，在万通墓中出土了一件成化时期的嵌宝石飞鱼纹金执壶，其通体錾刻有蕉叶纹、卷草纹、如意云头纹、莲瓣纹等纹饰，壶腹开光内刻有飞鱼。柳彤在《明代万通墓金执壶纹样新解》中将飞鱼纹与早期存在争议的龙纹进行考释，文中通过分析壶腹开光内中的纹样所具有的典型性特征，再依据明代极为严厉的等级制度，确定此纹饰并非龙纹，而是飞鱼纹。虽然这一时期，金壶出现于皇亲国戚中，但仍可说明该社会阶段具有较为鲜明的等级化特征。明后期，金银壶装饰纹样已趋于繁缛。明定陵出土的一件金酒注通体均饰有纹样，包括底托内外壁装饰有灵芝花、牡丹花卉纹等植物纹样。由于此壶为万历皇帝所用，所以其纹饰多作为皇帝最高等级的直观的显现，如腹部两侧各嵌有一白玉龙，其四角饰海水江崖和流云纹，另两侧刻有二龙戏珠纹饰，圈足雕饰有行龙赶珠再配以海水江崖纹，此均表现为凸起的浮雕式。流上也饰有云纹，且其根部为一倒龙首形，可表现出酒似从龙口流出，这种装饰纹样在明代青花瓷上较为多见。此外，定陵还出土有一件金匙箸瓶，其上刻有龙凤赶珠纹及云纹，这在其他器物纹饰中较少见，一般多为二龙戏珠饰样。明李伟夫妇墓中出土的六角錾花错金银执壶每面都饰以鸟纹，周围再配以植物、叠石等，壶颈有一周卍字纹，壶盖刻有一组如意云纹，流与柄上有三角纹、卷草纹等连续图案，使得银壶通体装饰十分繁复，极具异域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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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锡杏叶茶壶                     图35：金茶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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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窝阔台继承大汗图
由以上可知，明代金银壶装饰由早期极为简单的杏叶状纹饰逐渐向中晚期较为繁琐的通体缀满装饰纹样转变，且所饰图案与其所属墓主身份相吻合，用以表现明代等级高低的最直观的显现。
五、总结
综上所述，明代金银壶基于前代壶类器形制发展而确立，其伴随着明代与中西亚间频繁交流、器物间相互流通，及明代整个经济、社会风俗的变迁而逐渐代替瓷质器皿盛行。明早期出土的金银壶虽少，但所含金银成分高，质量佳，制作工艺精良，表面无堆砌的纹饰，且金壶仅出土于亲王墓葬中，银壶则属王妃墓，作为各自身份的象征，充分彰显出明尚朴的造物风格和节俭有序的社会风气。至成化时期出现錾花、镶嵌宝石等工艺，墓主身份也由亲王转向至皇亲国戚，表现出明代整个社会风气开始打破前期制定的井然有序的规章制度，而向奢侈腐败转变。明晚期出土的金银壶数量增多，主要集中于万历时期。这一时期金银壶形制较前期更加多样，纹饰也愈发繁缛，竭力运用多种极具难度而复杂的技术，使得金银壶表现出金玉结合及凸起的浮雕纹饰之态，尽显奢华，充分说明了明后期衰败享受、违礼逾制之风愈演愈烈。
明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壶针对于以皇帝为代表的明上层阶级，其数量虽远不如史料及文献记载的富商官僚所拥有的金银壶之多，但也能较为直接地反映出明社会风貌的变迁。那么“皇帝的失职和中央集权机制的紊乱，造成两个明显的后果。一是皇帝及宫廷的导向作用。从风俗的政治成因来看, 所谓风俗，即在上为风，在下为俗，上行下效形成风俗，皇帝及宫廷的表现影响着天下臣民的风气。……二是带来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机制的无效性。”
因而自上的奢侈之风势必会影响下层阶层，进而普及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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